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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2005~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数字化转型视角下环保

与创新组合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视角下双政

策协同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且效果优于单一政策；第二，双政策协同主要通过数字赋能效应和人

才集聚效应这两条路径发挥作用；第三，受数字化网络影响，双政策协同效应对周边150~200公里范围

内的城市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文为理解数字化转型视角下双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提供

了实证依据，并为优化政策组合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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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ample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5 to 2023,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tim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e synergy of en-
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novation portfolio policies on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dual policy synergy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and the effect is 
better than a single policy; second, the dual policy synergy mainly plays a role through the two paths 
of digital empowerment effect and talent agglomeration effect. Third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network,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the two policies has a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cities 
within the range of 150~200 km. This paper provides an empir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dual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policy 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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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

丽中国，并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尤为迫切。企业作为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的重要主体，

其绿色创新面临成本约束强、动力不足、技术支撑弱等现实困境。然而，单一政策工具往往难以兼顾环

境治理、创新激励与数字化转型三重目标。2018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1是我国第一

部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单行税法，其“费改税”的特性形成了天然的准自然实验。同年，创新型城市政

策新增 17 个试点城市，为研究两类政策的协同效应提供了独特契机。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的背景

下，绿色税收政策碰上创新驱动政策，是否会产生“1 + 1 > 2”的效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仅从孤

立视角研究单一政策的效果，就可能会造成政策协同赋能的绿色创新红利损失。如若确实存在协同作用，

那其内在机制是否能以数字化转型为关键传导渠道？又是否存在空间特性？理清这些问题，对于响应国

家号召，统筹实现数字赋能、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数字化转型视角下组合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环境保护税通过对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进行征税，从而提高了污染的经济成本，倒逼企业采用更加环

保的生产方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结合这种经济压力也促使企业加大对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从而

开发出更加环保、数字化程度更高的生产工艺和产品[1]。虽然也有少数研究认为有环境保护税对绿色创

新具有抑制作用或者两者关系是不确定的[2]。但即便如此，这些研究也普遍提出是由于企业环境治理压

 
1https://www.mee.gov.cn/ywgz/fgbz/fl/201811/t20181114_6736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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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过大，才导致降低了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3]。基于此，我们认为，相较于单一环境规制政策，

结合其他可以缓解企业治理压力的政策，就能具备更明显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而创新型城市其通过完

善数字基础设施、提高信息化水平、提高人才聚集度等方式来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又在数字化转型和双

碳目标的约束下使得创新活动趋于绿色化和数字化。环境保护税与创新型城市政策分别从“约束”和“激

励”两端协同作用：环保税提供外部压力，而创新型城市政策通过金融补贴等降低创新壁垒，使企业不

仅有意愿更有能力开展绿色创新，实现政策效果的乘数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H1：环保与创新组合政策协同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效果大于单一政策。 

2.2. 数字化转型视角下组合政策协同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机制 

在原本的生产过程中，企业采取的末端处理方式以及对整个过程的监管可能相对原始，而环境保护

税的实施会倒逼企业完善环境管理体系。为了降低成本，企业会借助数字化技术，从而实现对生产过程

更加精细化的监测与管理，形成低能耗、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核心竞争力[4]。而创新型城市建

设则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产学研协同以推动数字技术在企业间的扩散以及配套出台相关政策，

提供资金补贴和制度保障等，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降低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

门槛和实施成本。内部生产管理的数字化需求和外部所提供的良好数字化环境协同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

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企业绿色创新。因此，我们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组合政策协同赋能绿色创新的

核心机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环保与创新组合政策通过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绿色创新。 
研发人员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核心主体，其数量和结构也会直接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甚至人才投入

的创新作用会大于资金投入的创新作用[5]。理论上来说，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人才聚集效应越明

显。同时创新型城市建设通过完善人才引进与激励政策，为企业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创造有利条件。环境

保护税所带来的数字化技术升级压力与创新型城市所提供的人才资源相结合，帮助企业加快研发团队建

设，提高研发人员在企业员工结构中的占比。而研发人员占比的提升则增强了企业知识创造能力，也更

好地促进了绿色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环保与创新组合政策通过提升研发人员占比赋能企业绿色创新。 

2.3. 数字化转型视角下组合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数字化平台与知识溢出网络的影响下，企业受环境保护税影响，为了降低成本会选择更绿色的工

艺和生产路径。从产业链层面来说，试点城市企业往往会将绿色技术要求和工艺标准传导至上下游企业，

推动邻近地区配套企业同步开展绿色技术改进。对于创新型城市试点来说，我们认为，政策强化了研发

投入保障、创新平台建设和高端人才集聚。研发人员和管理经验等会随企业投资和人才流动向周边城市

转移，降低了外地企业的学习成本。也就是说，双试点城市更容易为周边城市的企业提供可复制的范式，

这种优势也更容易通过知识溢出、产业关联和制度示范形成稳定的空间扩散效应，从而推动周边城市企

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协同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环保与创新组合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赋能效果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覆盖 2005 至 2023 年间所有在中国 A 股市场上市的公司，企业绿色创新的相关数据来

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并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绿色专利清单进行筛选与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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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环境保护税法试点城市进行分组时，本文将 2018 年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后环境保护税实际税率出现

显著上调的城市设置为试点城市，并根据得到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中的政策变量[6]。 

3.2.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绿色专利授权总量( GPL )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水平[7]，该指标能够直接反映企

业绿色技术研发活动最终获得市场与法律认可的产出成果。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将环境保护税法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共同作用作为核心

解释变量，用 DID 虚拟变量来表示。DID 由 ittreat 与 itpost 相乘得到。 ittreat 为政策分组变量，若企业 i 同
时满足：该企业所在的城市被纳入创新型城市试点，并且在 2018 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后税率显著上调，

则将其列为实验组并将赋值为 1；否则设置为对照组，赋值为 0。 itpost 是政策时间虚拟变量，实验组的

城市在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后且同时在获批为创新型城市试点时间之后则赋值为 1，其余年份赋值为 0；对

照组城市赋值为 0。由于创新型城市试点存在多批城市，故本文在处理 DID 虚拟变量时严格按照城市施

行政策的时间，进行了多时点处理。 
中介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 Digital )，对互联网商业模式、数字技术应用、现代信息系统、智

能制造四个维度 99 个数字化相关词频进行统计[8]；研发人员占比( RDPersonRatio )，用企业中研发人员

占全体人员的比例来衡量。 
控制变量。本文对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变量做控制：公司规模( Size )；企业上市年龄

( Age )；盈利能力( ROA )；资产负债率( LEV )；企业性质( Govcon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股权集中

度( 10 _top HHI )。 

3.3. 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绿色专利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见式(1)： 

      it it it i t itY DID X Corporate Yearα β γ ε= + + Σ + + +  (1) 

其中， itY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 t 年份、i 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 itDID 为核心解释变量，即双试点的虚拟变

量；α 为常数项值，系数 β 反映了双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净影响。控制变量集合 itX 包含了若干个

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控制变量； iCorporate 表示企业个体固定效应； tYear 为年份固定效应； itε 为随机误

差项。本文的回归模型中所有标准误均聚类到企业与城市层面。 
为捕捉空间依赖性，我们构建距离带 DID 模型，见(2)式所示： 

 0 1    k
it it k it it i t it

k
Y DID Ring Xβ β θ γ µ λ ε= + + + ∑ + + +∑  (2) 

其中 itY 为城市 i 在第 t 年的企业绿色专利授权数量平均值， k
itRing 为距离带虚拟变量，若城市 i 在年份 t 与

至少一个处理组城市的直线距离落在区间(k − 50, k]公里内取 1，否则取 0。 

4. 实证结果和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统计了 47,157 个观测后，绿色专利授权总量的均值为 3.863，而标准差为 23.81，与均值相比处于

较高水平，这说明：样本企业整体绿色创新产出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绿色创新

表现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他变量的数据均符合现实企业经营情况。各变量VIF 值均小于临界值 10，表明

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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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1。政策交互项虚拟变量 DID 的系数为 1.979，且在 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

该结果初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H1：环保型政策与创新型政策能够协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基准回归以绿色专利授权总量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尽管该指标具有公认的权威性，但从专利申

请到获得授权之间存在审查周期，这可能导致政策效应的滞后。因此，为确保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本文

进行滞后检验。当被解释变量分别滞后一至三期时，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这说明在考虑了绿色专利授权总量的滞后性后，结果仍保持稳健。 
 

Table 1.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ability 
表 1. 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无滞后 
GPL 

(2) 
滞后一期 

GPL 

(3) 
滞后二期 

GPL 

(4) 
滞后三期 

GPL 

DID 1.979*** 2.166*** 2.308*** 2.415*** 

 (0.607) (0.656) (0.721) (0.80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6,333 41,007 36,468 32,569 

R2 0.618 0.641 0.659 0.676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聚类 是 是 是 是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4.3. 平行趋势检验 

我们将政策实施前一期(pre_1)作为基准予以剔除。结果见图 1 所示，包含了政策实施当年向前五年

和向后三年的平行趋势检验。说明在环境保护税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实施之前，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

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政策实施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出现了显著的差别。 
 

 
Figure 1. Parallel trend test chart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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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PSM-DID 

为缓解样本由自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样本进行再处理。

选取基准回归中所包含的全部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协变量，采用卡尺范围为 0.01 的 1:1 近邻匹配方法进行

匹配。 
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匹配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倾向得分分布存在较明显的差异，而匹配后两条曲

线高度重合，这说明匹配结果非常好。随后本文基于匹配后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核心解释变

量 DID 的系数为 1.8981，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进一步保证了本文的稳健性。 

4.5.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不可观测因素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对样本数据采用随机生成处理组的安慰剂检验。

经过 500 次随机重复后得到以下结果，见图 2 所示，随机实验得到的系数均值接近于零，且绝大多数估

计值不显著，其分布形态与正态噪声一致，符合无效处理的预期。 
 

 
Figure 2. The placebo test of false estimation coefficient and false P value 
图 2. 虚假估计系数与虚假 P 值的安慰剂检验 

5. 进一步分析 

5.1. 协同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样本重构与系数比较进行检验，判断环境保护税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之间是否存在协同

效应[9]。具体做法如下：首先剔除既非创新型城市试点、也非环境保护税政策实验组的观测样本，保留

仅受单一政策影响或同时受两种政策影响的样本作为分析对象。在该样本框架下，双重差分变量 DID1 或

DID2 的系数捕捉到的效应对应着单政策试点城市成为双政策试点城市对该城市的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

净效应。 
结果见表 2 所示，第(1)列表示先成为环境保护税实验组城市再成为创新型城市的回归结果，其政策

虚拟变量 DID1 的系数为 1.789，且在统计上显著，表明原环境保护税试点城市在加入创新型城市政策后，

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第(2)列表示先成为创新型城市再成为环境保护税实验组城市的回归

结果，其政策虚拟变量 DID2 的系数为 2.641，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原创新型城市试点在叠加环境保护

税政策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升。这证实了环境保护税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可以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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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至此，已经完整地证实了本文的假设 H1。 
 

Table 2. Synergy analysis 
表 2. 协同作用分析 

变量 (1) 
GPL 

(2) 
GPL 

DID1 1.789***  

 (0.595)  

DID2 
 2.641*** 

 (0.632) 

控制变量 是 是 

观测值 15,170 22,647 

R2 0.140 0.096 

固定效应 是 是 

聚类 是 是 

5.2. 中介效应 

本章采用两步法进行机制分析[10]，第一步，确立核心解释变量(DID)对被解释变量的因果效应，这

一步已由前文的双重差分模型完成；第二步，检验核心解释变量(DID)对潜在中介变量(M)的影响。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第二步检验结果见表 3 第(1)列所示。数字化转型(Digital)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

双政策协同能显著深化数字化转型程度。而众多文献已证实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能力，数字化转型程度越深的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越强[11]。也就是说，双政策协同促使企业进

行数字化转型以应对环境规制和创新政策的要求，数字化转型则将政策压力与支持转化为实际的企业绿

色创新。至此，通过严谨的实证和分析，本文证实了假设 H2：环境保护税和创新型城市政策会通过企业

数字化转型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对研发人员占比的第二步检验结果见表 3 第(2)列所示。研发人员占比(RD Person Ratio)的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双政策协同能显著促进企业提高研发人员占比。而人才政策支持又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实现绿色

创新的“量质齐升”，这表明企业中人才政策越积极，企业中研发人员占比就越大，就越能促进企业的 
 

Table 3. Mediation effect test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1) 
Digital 

(2) 
RD Person Ratio 

DID 0.140** 1.906** 

 (0.0648) (0.802) 

控制变量 是 是 

观测值 44,707 23,999 

R2 0.455 0.306 

固定效应 是 是 

聚类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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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新[12]。至此，通过严谨的实证和分析，本文证实了假设 H3：环境保护税和创新型城市政策会通

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5.3. 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距离带 DID 模型检验环境保护税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协同效应是

否存在空间溢出[13]。空间溢出效应见表 4 和图 3 所示，结果表明：受数字化网络和知识溢出影响，双政

策试点城市对周边 150~200 公里范围内城市的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带动效应，但超过 200 公里后效应

不显著。当距离过近，如在 50~100 公里，周边城市可能与政策试点城市处于同一劳动力市场或产业链的

紧密竞争关系中，易受“虹吸效应”影响，正向溢出被抵消；约 150 公里时，知识外溢与产业协同效应

充分释放，产生显著正向溢出；在超过 200 公里时，政策溢出的渠道受阻，带动效应难以持续，溢出效

应不再显著。综上，假设 H4 得证。 
 

Table 4. Distance band DID model test results 
表 4. 距离带 DID 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1) 
GPL 变量 (2) 

GPL 

控制变量 是 250 km −0.198 (0.484) 

DID 1.180* (0.695) 300 km 0.177 (0.483) 

50 km −0.402 (0.741) 350 km −0.357 (0.587) 

100 km 0.191 (0.667) cons −33.486*** (6.527) 

150 km 1.091** (0.438) 观测值 13290 

200 km −0.009 (0.482) R2 0.439 

 

 
Figure 3.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图 3. 空间溢出效应 

6. 结论与启示 

研究表明：一是数字化转型视角下环境保护税与创新型城市政策协同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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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协同激励效果明显优于单一政策实施效果，此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二是环保与

创新组合政策通过实现数字赋能效应和人才聚集效应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三是双政策试点城市受数字化

网络影响会对周边 150~200 公里范围内城市的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带动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

策建议：一是政府要建立环保部门与科技部门的信息共享平台，借助数字化科技实现排污数据与创新数

据的联动监测，同时将企业绿色专利产出纳入创新型城市试点考核指标体系，并对积极开展绿色创新的

企业给予适当税收优惠；二是相关部门设立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补贴，对制造业企业购买数字化设备、

建设智能生产线给予资金补贴，并设立“绿色技术人才专项基金”，破解企业研发人才短缺瓶颈；三是

企业要对接双政策红利，设立绿色技术研发部门并重视研发人才队伍建设，制定绿色技术人才引进计划

并将绿色专利产出与薪酬晋升挂钩，同时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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